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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行为理论，本文探讨了家族经济和非经济期望与传承计划的关

系，并检验了企业主情感依恋的调节机制，此研究模型突破了业绩反馈模型关于经济参考点的

研究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家族经济期望和人丁兴旺期望实现程度与传承计划制订正相关。企
业主情感依恋对经济与人丁兴旺期望的作用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家族团结和谐期望的作用

具有替代效应，从而削弱了家族团结和谐对传承计划实施的润滑剂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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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历经改革开放 40余年的发展，家族企业已成为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随之成长起来的第
一代创业者大多面临退休，如何实现成功传承成为众多家族企业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1］。早期研究表
明仅有少数家族企业能够成功地传承到第二代或第三代［2］，根据商业调查，只有 30%的家族企业能够延续到
第二代［3］，而仅有 10%～15%的企业能够完成第三代交接［4］。现实情况中，很多家族企业在创始人离任后就
走向了衰败甚至倒闭［5］。导致传承失败的原因是多元化及多维度的。早期学者从在任者、继任者个体角度
如传承意愿、继任意愿和经营能力视角探讨了影响传承失败的因素［6－9］。亦有学者探讨了企业因素以及外部
环境对于传承的影响，如公司治理结构机制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10］。另外也有学者关注了家庭因素
对于传承的影响，如 Marisetty等［11］及 Helin和 Jabri［12］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关系冲突包括同辈竞争与隔代关
系是影响企业能否成功传承的关键性因素。近期 Lee等［13］探讨了父辈与第二代价值观一致性对于传承的影
响。虽然早先研究从各个不同维度探讨了影响传承成功与否的因素，却只有少数的研究关注了传承计划的重
要性。少部分学者关注到传承计划是影响传承成功与否的重要前因［14，15］，少数研究将传承计划作为因变量
纳入家族企业研究模型范畴。现实中往往很多企业没有实施传承计划，或者对传承计划采取拖延的态度［16］。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传承计划对于家族企业传承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观点是被广泛承认的［17］，因而探

讨影响传承计划制订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实中很多企业主不愿意制订传承计划且对传承计划的重要性意识淡薄［16，18］，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探究

这种现象的前因。早先学者从创业者个体特征角度如人口统计背景分析这种现象并发现年长的企业主更有
可能制订正式的传承计划［19］。Sharma等［17］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受信任的继任者的接班意愿
对传承计划有显著积极影响，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传承计划是继任者推动的结果。Lussier 和 Sonfield［20］通过对
七个不同国家的家族企业传承计划进行比较发现，不同的文化环境可能影响传承计划的制订。Umans 等［21］

指出企业治理和家族治理实践都会对家族企业的传承计划过程产生影响。大多数关于传承计划前因的文献
停留在一代或者二代个体特征或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研究层面，鲜少有研究去关注家族层面的因素，尤其是家

族目标或期望对于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22］。
期望或目标是影响家族企业行为的关键性因素，而家族企业的独特性主要源自于其目标不同于非家族企

业［23－25］。企业行为理论将“期望”的概念从心理学纳入管理学的研究范畴，主要探讨企业何时或如何根据目
标设定来调整其行为的问题［26，27］。然而目前大多数研究关心经济类期望对于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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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非经济类的期望如企业声誉、品牌等研究相对匮乏［28］。家族企业学者 Gómez-Mejía等［29］、Carney［30］

拓展了行为代理模型，提出“socioemotional wealth”( SEW) 社会情感财富的概念，认为影响家族企业行为决策
的关键性参考点是非经济类期望如家庭和谐、家族声誉等。然而只单纯关注或强调社会情感财富的影响而忽
略经济目标的作用会使得家族企业的研究进入误区，可能会导致家族企业陷入经济危机［31］。基于此，国内有
学者尝试将经济和非经济目标参考点同时纳入家族期望范畴，提出了影响企业行为决策的不同期望类型并认

为家族期望的实现程度是影响创业者行为决策的重要依据［22，32］。借鉴该研究思路，本文探讨了家族经济期
望和非经济期望包括人丁兴旺、团结和谐期望的实现差距与家族企业传承计划制订之间的关系，并且探讨了
企业主情感依恋的调节作用，具体理论模型见图 1。

图 1 理论研究模型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和家族利他主义［33］，本文认为当家族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高时，经济财富积累会导致

企业主更加倾向于制订传承计划来实现经济财富的跨代传递，保证其家族内部成员的经济利益［34］。另外，当
家族非经济期望中人丁兴旺期望实现程度较高时，家族内部人才库储备相对比较丰富，这为潜在继任者选择

提供了丰富人力资源，因而增加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动机。当家族非经济期望中团结和谐期望实现程度较
高时，传承计划的制订和实施环境更加稳定，因而增加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信心。本文认为企业主情感依
恋是影响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关系的重要情境机制。企业凝结了企业主毕生的心血，企业主将其看作自己的
另一个“孩子”［35］，对其有非常强烈的情感依恋。Glover和 Reay［36］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企业主情感依恋在维
持家族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比较高时，更加期待将自己所积累的经济财富传承给
下一代，以保持自己过去成功经历的成就感，因而会增强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对传承计划的正向作用。与此同
时，情感依恋比较高的企业主更有可能呈现出较高的家族人丁兴旺的期许并从家族人才库中选择出合适继承

者，因而增强人丁兴旺实现程度对传承计划制订的正向作用。另外，当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比较高时，其更有
可能促进家族内部的团结从而提高企业治理效率，亦会替代家族团结和谐在传承中承担的功能，因而会削弱

或替代家族团结和谐对于传承计划制订的正向效用。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 ( 1) 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对家族企业顺利传承具有极高现实意义和关键作用的传承

计划，拓展了传承计划的前因研究。尽管已有文献对传承计划前因进行了分析，但多数研究关注个体层面
( 如企业主的年龄、继任者的继任意愿等) 和内外部环境层面( 如公司治理、家族治理、国家文化环境等) 的影
响［17，19－21］，却忽略了家族层面的影响。本文将家族期望纳入传承计划的研究体系，解释了影响企业传承计划
制订的家庭因素，从而丰富了传承计划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单元。( 2) 在已有家族期望研究的基础上，通过
对家族经济和非经济期望对传承计划的影响研究，揭示了不同类型参考点对传承计划制订的影响，例如经济

财富期望、人丁兴旺期望以及团结和谐期望，进一步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当中关于不同类型参考点的不同作
用机制的研究。( 3) 本文探讨了企业主情感依恋在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制订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揭示了企
业主情感依恋与传承计划的内在联系。区别于早先企业行为理论文献重点关注外部环境如不确定性等的调
节作用，本文关注了企业主个体层次非理性的情感因素的调节作用，对进一步理解参考点效应的边界有一定

的理论启示。

理论与假设

1、家族期望:影响传承计划的关键性因素
企业行为理论认为，管理者是有限理性和以满意为原则的，以多种方式对决策问题进行简化，他们设定目

标并且寻找那些满足目标的备选方案，并不试图找到想象中最优的解决办法［26］。企业调整决策行为所依据
的简化规则便是设定一个决策参考点———期望水平，根据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的差异来界定自己对经营状况
是否满意，并根据此进行战略调整。目标期望水平最早由 Simon［37］引入组织行为的研究中，现代心理学家
Schneider［38］将其解释为“能给决策者带来满意的最小产出”，管理者将目标期望水平作为评估其对组织实际
绩效满意与否的分界线。当实际绩效低于组织目标期望水平时，管理者将其视为“损失”状态［39］，因而将采
取搜索或变革行为来提高组织绩效以实现目标期望水平［26］;当实际绩效高于组织目标期望水平时，管理者将

其界定为“获益”状态，则更加倾向于风险规避［40］。这种基于实际绩效与组织目标期望水平差距来分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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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决策的研究框架是绩效反馈模型的精髓，该理论强调组织的绩效评价、搜寻和决策制定的过程，重点关注
该过程如何最终影响组织的战略决策［26，40］，这为解释组织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41］，已经被许多学者

用来分析企业行为决策问题，如企业的战略变革行为、风险决策偏好、冒险创新行为等。
虽然已有许多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对组织行为决策的研究，但大多数仅关注了经济利益参考点而忽略了其

他类型的参考点对于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28］。家族企业是企业与家庭的结合体，既有情感系统又有工作系
统，这种独特的性质使得家族企业既追求经济目标又追求非经济目标［42］。以家族为中心的非经济目标包括
家庭和谐、家族声誉等已经被很多学者证实是影响家族企业行为决策的重要参考点［29，30］。基于此，国内有学
者尝试将经济和非经济目标参考点同时纳入家族期望范畴，概括了不同期望类型包括人丁兴旺、团结和谐以
及经济财富期望等，并证实了家族期望的实现程度是影响创业者行为决策的重要依据［22，32］。他们认为家族
企业与其他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在于家族期望，每个家族不同的资产禀赋和经历形成各具差异的家族期望，进

一步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行为。本文借鉴该研究思路将企业行为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同时纳入家族企业
传承的研究范畴，深入探讨家族企业经济期望和非经济期望( 人丁兴旺期望、团结和谐期望) 对企业重要行为
决策即传承计划的影响机制。

Labianca等［4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组织期望水平会影响管理者的计划变更，而传承计划作为家族企业重
要的战略计划也受到各种类型期望水平的影响。当期望水平实现程度较低时，组织倾向于采取更广泛和更彻
底的变革计划;当期望水平实现程度较高时，组织缺乏变革动力而倾向保持现状。因而，经济期望的实现水平
被认为是影响战略计划如战略变革以及传承计划等的关键性因素［28］。而家族企业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与家庭
系统相关的因素如家族声望、跨代传承、家族和谐等社会情感财富期望是影响家族企业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参
考点［29，44］。因此，本文认为传承计划作为家族企业的重要战略，必然会受到经济类与非经济类期望的双重影
响，而家族期望作为经济与非经济目标体系的综合体是影响传承计划的关键性因素。

2、家族经济期望与传承计划
经济收益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家族企业也不例外。家族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越高，意味着家族企

业财富积累较多，企业主对目前企业的经济财富状况越满意。先前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一个
本质特征是家族成员普遍具有利他主义倾向，这会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45］。尤其在
受传统“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家族企业主对子女的利他倾向更为严重［46］。当企业主对企业的经济财富状况
越满意时，企业主出于利他的考虑，为了保证其家族内部成员的经济利益［33］和生活质量，为了实现家族企业

在代际间长久发展与家族财富代际传承的目标［47］，企业主更加倾向于制订传承计划。
另外，当家族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高时，通常企业处于良好的生命周期阶段，一方面已经度过了初创期，

经营风险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能够产生稳定的经济收益［48］。同样出于利他的考虑，企业主希望能给继任者创
造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降低继任者的经营压力，为其职业生涯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和保障。Molly 等［49］认
为，家族企业通常是希望给后代传承一个健康发展的公司，这不仅可以使子女经营公司更加顺利，也可以保护

家庭的声誉和第一代打拼下的江山。反之，若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低时，企业可能处于“亏损”状态，经营状
况欠佳，将处于此状态的企业传承将有可能让继任者职业生涯陷入困境，这与企业主利他的初衷相违背。除
此之外，若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其经营发展面临阻碍，此时企业主更可能采取战略措施对企业进行变革，而
不是丢下一个“烂摊子”给继任者［45］。因而当经济期望实现程度比较低时显然不是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
最佳时期。综上所述，当家族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高时，出于利他主义考虑，企业主更加倾向于制订传承计
划，以实现经济财富的传承并且保障继任者职业生涯的稳定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家族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越高，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可能性越高。
3、家族非经济期望与传承计划
家族人丁兴旺与团结和谐的实现，是家族企业主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十分关心的问题，是家族非经济期望

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22］。人丁兴旺通常指某一家庭里成员众多，而且一般指男性后代比较多的情况。中
国社会自古就崇尚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延续“香火”的观念影响了很多传统中国人的行为［50］，认为男丁可以
传承和绵延香火。团结和谐描述了家庭成员之间齐心协力、关系融洽的良好家庭氛围。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和基本特征，家族企业只有营造出融洽和谐的内部环境，才能拥有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
力［51］。人丁兴旺期望实现程度越高，家族人丁数目越多，这为企业的传承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库。企业传
承计划制订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继任者的选择［52］，而家族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以提高企业主从家族内部

挑选出满意继任者的概率，此时企业主更加有动力制订传承计划。反之，人丁兴旺期望实现程度较低时，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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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家族人丁数目较少，家族人力资本不足，这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家族企业的传承。例如，Cao 等［53］研究发
现，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家族企业正在面临较大的人力资本约束问题，在只拥有一个继任者的家族企业

中，家庭持续管理企业的可能性降低 3%以上，这些家族中成年子女在该家族企业工作的可能性降低了 14%，
该现象降低了创始人拥有年轻继任者的期望。
此外，人丁兴旺期望实现程度越高，企业人力资源库中产生优质继任者的可能性越大。家族成员间由于

普遍具有利他主义和高度的信任感，是企业低成本高效率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而具有较强能力的家庭成员就

成为了企业持续成长发展的栋梁和支柱［42］。当企业人力资源库中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优质继任者时，这为
企业的成功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企业主的传承意愿随之提升，因而倾向于制订传承计划。反之，缺乏
有能力的继任者已被许多学者证实是导致传承失败的关键因素［17，54］。如果家族企业的继任者没有管理决策
的才能，就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降低继任者的可信度和被认可度［10］，进而降低企业主的传承意愿，这将导致

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可能性降低。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人丁兴旺期望实现程度越高，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可能性越高。
团结和谐期望实现程度越高，代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越好。Lansberg 和 Astrachan［55］开创性地借鉴家

族研究领域关于家庭关系的研究成果，实证检验了家庭关系对传承计划和继任者培养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

成员间和谐的关系和强大的凝聚力促进了传承的顺利进行。窦军生和贾生华［56］同样也提出家族的团结和谐
是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必要条件。良好融洽的家庭关系有利于代际之间形成一致的价值观，这为公司治理创
造了稳定和谐的环境［57］。本文认为，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越和谐融洽，彼此相互支持程度也会越高，此时企业
主制定的各项决策包括传承计划更容易得到家人的肯定和支持，其与继任者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也会更

加顺畅，这给家族企业的平稳传承创造了有利的内部环境，提升了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动力。此外，在团结
和谐的家庭中成员之间相互照顾且对彼此有较强的责任心，后代的继任意愿也随之高涨，这就为企业主挑选

继任者提供了人力资源的支持和保障，提高了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因而更加倾向于制订传承计划。反之，团结
和谐期望实现程度越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越紧张，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或对潜在继任者缺乏信任和支持

等，这些不和谐因素都会阻碍传承的进行［54］。此时，企业主出于将家族企业顺利平稳交接到继任者的考虑，
往往不会急于制订传承计划，而是采取措施对家庭氛围做出一定改善后，再制订传承计划。另外，家庭成员之
间关系紧张时，他们很难对事物达成统一的意见，包括对继任者的选择也会存在争议，这无疑会阻碍传承计划

的制订，降低了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可能性。综上所述，家族团结和谐期望的实现为企业平稳传承提供了
良好的内部环境，而且有利于家庭成员间达成共同愿景、主动承担责任支持企业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H2b:团结和谐期望实现程度越高，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可能性越高。
4、企业主情感依恋的调节作用
虽然企业行为理论广泛探讨了目标期望水平与企业绩效和决策的关系，但是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期望—

结果关系之间的情境机制［28］。前期文献大多关注了人力与财力资源［58］、企业规模［59］、经营经验与合法
性［60，61］的调节作用，而忽略了决策者本身特征如性格、价值观以及情感因素的影响。高阶理论的相关文献表
明高管团队的决策行为受到企业主的制约［62，63］，基于同样的逻辑，家族企业主同时作为家庭与企业的最高领

导者，对于家族与企业的行为决策具有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因而本文认为家族期望与企业传承决策之间的关

系受到企业主个体特征的影响，尤其是其对企业情感依恋程度的影响。企业主或创业者通常对其所建立或管
理的企业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依恋，因为他们曾亲身经历并帮助企业走过艰难岁月［64］，企业主的情感依恋

程度会增强或者减弱家族期望对代际传承决策的作用。
情感依恋程度高的企业主更有可能会呈现出利他主义倾向［45］，更加愿意把自己所积累经济财富、知识、

经验等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帮助他们之后更好地管理和发展企业。当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比较高时，他们
更加愿意把积累的经济财富传承给下一代，将发展态势优越的企业传承下去，为家族成员创造经济利益和福

祉，因而增强了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对于传承计划制订的积极作用，高度情感依恋所形成的利他动机会增强。
反之，当企业主的情感依恋程度较低时，利他主义思想有所削弱，而希望家族企业长期发展的目标也相对弱

化，他们更加有可能选择直接财富传承如出售企业获得现金和股权分配等，有可能出现高位退出的现象，即在

家族企业市值较高时进行出售而非制订正式化和可操作化的传承计划，因而削弱了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对于传

承计划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可以增强家族经济期望实现程度对传承计划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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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较高时，他们更加愿意将企业看作是自己用心培育的“生命”，由于利他主义的作
用，更加倾向于家族内部传承，而不愿意将自己的心血交给外部职业经理人而失去家族控制［35］。然而内部传
承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是家族内部的丰富人力资源库，现实中很多家族企业面临的代际传承中的重要困境便

是继任者人选数量的匮乏，尤其是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这种矛盾尤为突出。前文中关于家族人丁
期望实现程度的探讨表明家族子嗣绵延可以极大丰富家族内部人力资源库，为企业主提供优秀的内部接班人

选。当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较高时，他们更有可能在早期从家族成员中选出合适的继承人选以满足其家族企
业跨代控制的期望，从而促进人丁兴旺实现程度对于传承计划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当企业主在家族内部人力
资源库中发现有合适的继任者时，其制订传承计划的动机不断得到承诺升级。本文认为高情感依恋的企业主
强烈的内部传承意愿使其更好利用家族内部人力资源库，更有可能选择出合适内部继任者，提升其制订传承

计划的动机，从而增强了人丁兴旺实现程度对传承计划制订的正向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b: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可以增强人丁兴旺期望实现程度对传承计划的正向作用。
有研究表明有较强情感依恋的企业主倾向于选用核心家庭成员成为董事会成员来实现家族企业的有效

治理，也有利于减少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冲突［64］，这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可以为企业顺利传承提供良好稳定保

障［65］，这与团结和谐期望对于传承计划的作用是相一致的。如前文所述，家族团结和谐期望对于代际传承
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可以降低冲突如同代竞争、隔代观点不一致以及经济利益纠纷等［66］，这与有较强情感依恋
的企业主的作用类似。在企业主情感依恋比较高的情况下，家族企业更加倾向任命家族内部核心成员去承担
重要职位，从而建立企业内部良好治理机制，企业主也会倾力维护家族内部的和谐以及制订家族内部非正式

治理机制，这些家族企业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机制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家族团结和谐对于传承计划制订过程所承

担的重要角色和功能。同时，企业主高度的情感依恋是促进家族团结的关键因素，其作为企业和家族的共同
领导者对于家庭氛围、价值观以及环境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67］。如前文所述，家族内部和谐期望的实现程度
代表了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上互相支持的程度，这种情感支持也正是企业主传承计划制订的非理性推动力。当
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较高时，其对家庭和企业的情感投入比较高，这种高度的情感付出成为连接家族内部成

员之间亲密关系的重要纽带，这种情感依恋会替代家族团结和谐期望实现对传承计划的润滑剂作用。综上，
本文认为企业主情感依恋可以替代家族团结和谐对于传承计划制订的效用，包括提高家庭内部非正式治理效

率、降低代理成本以及家庭情感支持。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c: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可以替代团结和谐期望实现程度对传承计划的正向作用。

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为国内的家族企业，选取样本的标准包括: ( 1) 企业拥有 10 人以上的规模; ( 2) 企业已

生存 3年及以上; ( 3) 必须由家族企业的企业主亲自参与并填写问卷。作为被试对象的家族企业主主要来自
上海、浙江、广东、福建、吉林等地区。数据采集方式为邮件与现场调研相结合，问卷成套进行发放与回收，一
共历时 3个月，每次问卷发放后确保在一个月内回收。此次调研总共发放问卷 580 份，回收问卷 240 份，有效
回收率为 41. 4%。排除不完整问卷 31 份和无效问卷 19 份，共得到有效问卷 190份。

2、变量与测量
( 1) 因变量:传承计划。传承计划是指为了促使管理控制权从一个家庭成员转移到另一个家庭成员而经

过的深思熟虑的正式过程，其内容包含挑选和培训接班人、在继任后为公司制订愿景或战略计划、确定离职现
任者的角色、向关键利益相关者传达决定［17］。本文借鉴 Sharma 等［17］已有研究成果中的相关量表，采用了七
个指标来衡量企业主传承计划的制订，包括“列出可能的接班人选”“为选择最佳接班人制定了明确的选拔标
准”等。采用 Kaiser-Meyer-Olkin方法分析，KMO值为 0. 830( χ2 = 930. 331，df= 21，p＜0. 001) ，Cronbach’s α 值
为 0. 914，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 2) 自变量:家族期望。本文借鉴吕斐斐等［22］关于家族期望量表中的人丁兴旺期望与团结和谐期望子维

度量表，采用了李克特( Likert) 七点量表( “1”代表家族期望完全没有实现，“7”代表家族期望完全实现) 。本
文认为人丁兴旺与家族团结和谐是极具中国文化价值特色的非经济类期望［68，69］，是影响中国家族企业传承

计划制订的关键性变量。其中家族经济财富期望采用了“我家的经济条件足以支持家庭成员去追求自己的
事业”等五个指标，KMO值为 0. 861( χ2 = 607. 264，df= 10，p＜0. 001) ，Cronbach’s α值为 0. 894，具有较好的信
度。家族团结和谐期望采用“我的家庭成员喜欢聚在一起共享时光”“我的家庭成员一起解决问题”等七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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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KMO值为 0. 860( χ2 = 882. 965，df= 21，p＜0. 001) ，Cronbach’s α值为 0. 902，表明家族团结和谐期望的量表
具有较好的信度。家族人丁兴旺期望采用了“我家庭成员中男性的数量较多”“我的家族香火一直延续”等六
个指标，KMO值为 0. 703( χ2 = 405. 032，df= 15，p＜0. 001) ，Cronbach’s α值为 0. 784，表明该量表信度较好。
( 3) 调节变量:企业主情感依恋。本文根据 Berrone 等［33］对家族企业中情感依恋的描述，采用六个指标

来测量，如“在我企业，除了关注员工的贡献，保护家族成员福利更重要”等，采用 Kaiser-Meyer-Olkin 方法得
到的 KMO值为 0. 774( χ2 = 501. 483，df = 15，p＜0. 001) ，Cronbach’s α 的值为 0. 835，表明量表具有较高可
信度。
( 4)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关于传承计划或企业传承的相关文献［17，21，70］，本文控制了企业特征、企业主特

征及家族特征三个层面的可能影响传承计划的因素。A．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与年龄、所在行
业、研发销售比例。企业规模的差异可能影响传承计划制订，规模大的企业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也会获得更多
外部指导的机会，因而培养潜在继任者和制订传承计划的概率更大［71］。本文对企业员工总人数和总资产取
自然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并根据企业主要从事行业进行虚拟变量转换。B．企业主层面控制变量包
括:企业主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出生顺序以及预计退休年龄。不同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的企业主对传承的
心理准备、对继任者的看法、风险规避程度等不同，在继任规划中存在显著差异［72］。C．家族层面控制变量包
括:家族控制股权、担任部门责任人、子女人数、健康状况。家族持股比例、担任部门负责人数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影响企业战略制定［73］。此外，子女人数对家族企业的控制和管理以及传承决策也
有重要的影响［53］。

3、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 1 总结了主要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其中，家族经济财富期望的均值为 5. 491，标准差

为 0. 972 ;家族非经济期望中人丁兴旺期望的均值为 4. 994，标准差为 1. 004; 团结和谐期望的均值为
5. 571，标准差为 0. 916。根据相关性结果可知，经济财富期望与传承计划正相关 ( r = 0. 258，p＜0. 01 ) ，人
丁兴旺期望与传承计划正相关( r= 0. 445，p＜0. 01) ，团结和谐期望与传承计划正相关( r= 0. 269，p＜0. 01) ，
企业主情感依恋与传承计划正相关( r= 0. 352，p＜0. 01) 。本文认为当家族经济期望和非经济期望( 团结和
谐期望、人丁兴旺期望) 实现程度较高时，为企业的顺利传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企业主倾向于制订传承计
划。相关性分析显示传承计划与家族经济财富期望、团结和谐期望、人丁兴旺期望均呈现正相关关系，显
然，这符合之前的预期。之后，本文将进一步采用回归方法检验家族期望对传承计划制订的影响及企业主
情感依恋的调节效应。
在进行回归实证检验前，为了确保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本文对所有交互项涉及变量均进行了标

准化处理，对所有进入模型的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 值为 1. 077 ～ 3. 437，严格小于 10，排除了多
重共线性问题。另外，本文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来测试同源方差偏误的程度［74］，对模型涉及的所有变量
的全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因子只解释总方差的 26. 238% ，严格小
于 50%，因而调研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严重。为了检验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的关系以及企业主
情感依恋的调节效应，本文将传承计划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层级回归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代码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 企业员工人数 3. 988 1. 231
2 企业总资产 6. 808 1. 765 0. 774＊＊

3 企业的年龄 14. 021 7. 776 0. 396＊＊ 0. 331＊＊

4 行业 0. 463 0. 499 0. 165* 0. 107 －0. 013
5 研发销售比例 0. 151 0. 185 0. 102 －0. 061 0. 107 －0. 013
6 企业主性别 0. 947 0. 337 0. 034 －0. 022 －0. 076 0. 145* 0. 026
7 企业主年龄 48 6. 631 0. 351＊＊ 0. 355＊＊ 0. 346＊＊ －0. 006 0. 081 －0. 017

8 企业主教育
水平

2. 984 0. 845 0. 188＊＊ 0. 131 0. 066 0. 005 0. 094 0. 071 －0. 081

9 企业主出生
顺序

2. 279 1. 293 －0. 032 0. 062 0. 050 －0. 004 －0. 091 －0. 100 0. 102 －0. 054

10 预计退休年龄 60. 190 4. 740 0. 259＊＊ 0. 241＊＊ 0. 184* －0. 057 0. 122 －0. 020 0. 427＊＊ 0. 124 －0. 020
11 家族控制股权 0. 761 0. 313 －0. 092 0. 067 －0. 188＊＊ －0. 003 －0. 113 0. 043 －0. 033 －0. 070 0. 026 －0.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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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代码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2 担任部门
负责人

1. 932 1. 668 0. 279＊＊ 0. 270＊＊ 0. 013 －0. 044 0. 211＊＊ －0. 035 0. 070 0. 033 0. 095 0. 208＊＊

13 健康状况 4. 316 0. 731 －0. 122 －0. 178* －0. 058 －0. 084 0. 192＊＊ －0. 018 0. 008 0. 119 0. 046 0. 148*

14 子女人数 1. 574 0. 684 0. 125 0. 171* 0. 136 －0. 007 0. 223＊＊ －0. 052 0. 155* －0. 112 －0. 020 －0. 022
15 经济财富期望 5. 491 0. 972 0. 232＊＊ 0. 235＊＊ 0. 091 0. 118 0. 057 －0. 170* 0. 182* －0. 139 0. 049 －0. 039
16 人丁兴旺期望 4. 994 1. 004 0. 061 －0. 081 －0. 002 0. 037 0. 152* 0. 028 0. 185* 0. 046 －0. 112 0. 011
17 团结和谐期望 5. 571 0. 916 －0. 074 －0. 103 0. 016 0. 102 0. 131 －0. 157* 0. 051 0. 098 0. 073 0. 026

18 企业主情感
依恋

4. 730 0. 788 －0. 019 －0. 136 －0. 044 0. 024 0. 205＊＊ －0. 060 －0. 020 0. 003 －0. 022 －0. 031

19 传承计划 4. 930 0. 840 0. 094 －0. 017 0. 006 －0. 108 0. 125 －0. 053 0. 092 0. 100 －0. 095 0. 024
代码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2 担任部门
负责人

1. 932 1. 668 0. 025

13 健康状况 4. 316 0. 731 －0. 054 0. 087
14 子女人数 1. 574 0. 684 －0. 152* 0. 039 0. 059
15 经济财富期望 5. 491 0. 972 －0. 081 0. 124 0. 141 0. 225＊＊

16 人丁兴旺期望 4. 994 1. 004 －0. 041 0. 026 0. 342＊＊ 0. 021 0. 219＊＊

17 团结和谐期望 5. 571 0. 916 －0. 155* －0. 031 0. 289＊＊ 0. 018 0. 279＊＊ 0. 363＊＊

18 企业主情感
依恋

4. 730 0. 788 －0. 148* 0. 086 0. 175* 0. 094 0. 083 0. 288＊＊ 0. 130

19 传承计划 4. 930 0. 840 －0. 099 0. 204＊＊ 0. 270＊＊ 0. 020 0. 258＊＊ 0. 445＊＊ 0. 269＊＊ 0. 352＊＊

注: * p＜0. 05，＊＊p＜0. 01，双尾检验。

检验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1、检验结果
( 1) 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的关系。为了检验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的模型，本文用 SPSS 21. 0 进行层级回

归。如表 2所示，在模型 2中家族经济期望与传承计划显著正相关( β = 0. 194，p＜0. 01) ，假设 1 得到支持，即
家族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越高，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可能性越高。在模型 3 中，家族非经济期望中人丁兴旺
期望与传承计划显著正相关( β= 0. 263，p＜0. 01) ，假设 2a得到支持，即人丁兴旺期望实现程度越高，企业主制
订传承计划的可能性越高;家族非经济期望中团结和谐期望与传承计划的关系并不显著，假设 2b没有得到支
持。本文认为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家族团结和谐的氛围造成家庭成员之间谦让程度较高，他们
都不愿意为接手家族企业而发生争抢，因而降低了继任的意愿，或者企业主担心制订传承计划选定候选人后

会打破家族融洽的氛围，因而降低了传承的意愿［75，76］。
企业主将企业内部传承的意愿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对于企业主而言，只有在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

高的情况下，企业主将家业传承下去才更有意义，制订传承计划的动机也较强。本研究证实了家族经济期望
是其制订传承计划的一个重要决策参考点，根据检验结果亦可得到非经济期望中人丁兴旺期望也是传承计划

制订的一个重要参考点，即人丁兴旺期望的实现程度会影响到传承计划的制订，但是团结和谐期望对传承计

划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
( 2) 情感依恋的调节作用检验。为了检验企业主情感依恋对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

在原先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模型 4 和模型 5。如表 2 所示，企业主情感依恋对传承计划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 模型 4，β= 0. 193，p＜0. 01) ，证明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越高，企业主做出传承计划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在加
入交互项之后，情感依恋对传承计划的影响效应依然显著( 模型 5，β= 0. 161，p＜0. 01) ，经济财富期望、人丁兴
旺期望与情感依恋的交互项对传承计划均呈现正向显著影响( 分别为 β = 0. 105，p＜0. 05; β = 0. 108，p＜0. 1) ，
而团结和谐期望与情感依恋交互项对传承计划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β= －0. 127，p＜0. 05) 。
为了更加清楚地解释企业主情感依恋的调节效应，本文针对情感依恋对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关系的调节

效应绘制了作用图，如图 2～图 4所示。结果表明，当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较高时，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可
能性总体显著高于低情感依恋的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可能性。与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较低的情况相比较，
当企业主拥有较高的情感依恋时，家族经济财富期望与人丁兴旺期望对传承计划制订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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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设 3a、假设 3b得到支持。另外，当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较低时，家族团结和谐期望对于传承计划有一
定正向效用，而该效用在企业主情感依恋程度较高时被削弱，支持了企业主情感依恋与团结和谐之间产生替

代效应的假设，即当企业主自身的情感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其自身对企业的投入与传承的意愿较强，替代了团

结和谐中家庭情感支持的作用。因此，假设 3c得到支持。
表 2 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的关系检验

变量
传承计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常数项
4. 546＊＊＊

( 0. 873)
4. 559＊＊＊

( 0. 853)
5. 064＊＊＊

( 0. 811)
4. 878＊＊＊

( 0. 789)
4. 930＊＊＊

( 0. 774)
控制变量

企业员工人数
0. 136
( 0. 083)

0. 115
( 0. 081)

0. 081
( 0. 078)

0. 069
( 0. 076)

0. 073
( 0. 074)

企业总资产
－0. 083
( 0. 057)

－0. 101*

( 0. 056)
－0. 060
( 0. 054)

－0. 043
( 0. 053)

－0. 057
( 0. 052)

企业的年龄
－0. 005
( 0. 009)

－0. 004
( 0. 008)

－0. 002
( 0. 008)

－0. 001
( 0. 008)

－0. 001
( 0. 008)

行业
－0. 159
( 0. 120)

－0. 204*

( 0. 118)
－0. 245＊＊

( 0. 113)
－0. 265＊＊

( 0. 109)
－0. 220＊＊

( 0. 109)

研发销售比例
－0. 075
( 0. 349)

－0. 092
( 0. 341)

－0. 205
( 0. 324)

－0. 334
( 0. 316)

－0. 343
( 0. 312)

企业主性别
－0. 145
( 0. 175)

－0. 049
( 0. 174)

－0. 031
( 0. 166)

0. 015
( 0. 162)

－0. 040
( 0. 159)

企业主年龄
0. 021＊＊

( 0. 011)
0. 017
( 0. 011)

0. 006
( 0. 010)

0. 007
( 0. 010)

0. 011
( 0. 010)

企业主教育水平
0. 074
( 0. 073)

0. 111
( 0. 072)

0. 081
( 0. 069)

0. 083
( 0. 067)

0. 112*

( 0. 066)

企业主出生顺序
－0. 084*

( 0. 046)
－0. 083*

( 0. 045)
－0. 059
( 0. 043)

－0. 063
( 0. 042)

－0. 074*

( 0. 041)

预计退休年龄
－0. 027*

( 0. 014)
－0. 019
( 0. 014)

－0. 011
( 0. 014)

－0. 010
( 0. 013)

－0. 017
( 0. 013)

家族控制股权
－0. 189
( 0. 196)

－0. 144
( 0. 192)

－0. 128
( 0. 182)

－0. 059
( 0. 178)

－0. 070
( 0. 177)

担任部门负责人
0. 102＊＊＊

( 0. 038)
0. 096＊＊

( 0. 038)
0. 098＊＊＊

( 0. 036)
0. 089＊＊

( 0. 035)
0. 102＊＊＊

( 0. 035)

健康状况
0. 291＊＊＊

( 0. 084)
0. 233＊＊＊

( 0. 085)
0. 098
( 0. 084)

0. 086
( 0. 082)

0. 113
( 0. 081)

子女人数
－0. 032
( 0. 092)

－0. 062
( 0. 091)

－0. 032
( 0. 086)

－0. 050
( 0. 083)

－0. 029
( 0. 082)

自变量:家族经济期望

经济财富
0. 194＊＊＊

( 0. 064)
0. 129＊＊

( 0. 063)
0. 129＊＊

( 0. 061)
0. 130＊＊

( 0. 060)
自变量:家族非经济期望

人丁兴旺
0. 263＊＊＊

( 0. 064)
0. 214＊＊＊

( 0. 063)
0. 214＊＊＊

( 0. 062)

团结和谐
0. 084
( 0. 063)

0. 090
( 0. 061)

0. 067
( 0. 060)

调节变量:情感依恋
0. 193＊＊＊

( 0. 056)
0. 161＊＊＊

( 0. 056)
交互项

经济财富×情感依恋 0. 105＊＊

( 0. 053)

人丁兴旺×情感依恋 0. 108*

( 0. 057)

团结和谐×情感依恋
－0. 127＊＊

( 0. 057)
样本量 190 190 190 190 190
R2 0. 181 0. 222 0. 316 0. 360 0. 399
调整后 R2 0. 115 0. 154 0. 248 0. 293 0. 324
ΔR2 0. 181 0. 041 0. 094 0. 044 0. 039
ΔF 2. 753＊＊＊ 9. 180＊＊＊ 11. 858＊＊＊ 11. 806＊＊＊ 3. 65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 1，＊＊p＜0. 05，＊＊＊p＜0. 01，双尾检验;表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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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情感依恋对家族经济期望与
传承计划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3 情感依恋对家族人丁兴旺期望
与传承计划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4 情感依恋对家族团结和谐期望
与传承计划关系的调节作用

2、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根据调研数据，用以下两种方法对结论稳健性进行了检验:

( 1) 由于本研究样本中，男性企业主共有 168人，占比 88. 42%，因此本文抽取这部分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重复进行上述回归分析。结论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家族经济期望与非经济类期望对传承计划的影响以及企业
主情感依恋的调节效应稳健。
( 2) 为了更清楚解释企业主情感依恋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企业主情感依恋均值 4. 73 将样本分为高情

感依恋样本组和低情感依恋样本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情感依恋样本组中经济期望和人丁兴
旺期望与传承计划的回归系数明显高于低情感依恋样本组的回归系数;与低情感依恋样本组中团结和谐期望

对传承计划的正向效用不同，高情感依恋样本组中团结和谐期望对传承计划的效用为负值，再次验证了企业

主情感依恋对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关系的调节效应，本研究结果稳健。
其次，本文根据国泰安 CASMAR数据库“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鉴于中国 2007 年开始实施新会计

准则，参照其他学者的方法以 2007年作为数据搜集的初始点来保持数据一致性［77］，建立了 2007—2016 年沪
深主板市场的企业数据库(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严重缺失的公司) 。这些数据包括企业财务指标、企业
寿命、企业规模、家族控制权、董事会家族成员占比等信息，最终包括 2007—2016年区间内共计 18125 个观测
值。根据二手数据库，本文对此研究模型的主要假设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
主要变量衡量。关于自变量，根据 Chen［78］的方法，本文用企业经济业绩( ROA) 即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来

衡量经济期望的实现程度，用家族控制权来衡量社会情感财富或非经济类期望的实现程度［29］。关于因变量
传承计划制订，由于本文采用的是上市公司的二手数据，因而很难准确衡量家族企业的传承意愿或计划制订。
一般而言，只有家族企业内部有可以继承企业的家族人员并愿意接管控制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家庭内部控

制权转移［54］。因此，参考 Chrisman和 Patel［79］的做法，本文认为如果家族企业中有一名家族成员担任 CEO，
且至少有另一位家族成员在其 TMT 中任职，那么对该公司的制订传承计划的意愿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关于调节变量，根据董事会家族成员比例作为企业主情感依恋的代理变量，本文认为当企业主情感依恋较强

时会更加倾向于聘任家族成员作为董事会成员［64］。并且根据之前研究文献，控制以下变量: ①企业寿命
( Life) ，本文采取企业已创建的年限来测量。②企业规模( Size) ，企业规模可能导致企业采取不同的战略决
策［80］，本文以资产总额进行测量并在模型中取对数处理。③冗余资源 ( Slack ) ，目前大多学者仍旧以
Bourgeois［81］所提出的财务指标测量方法来衡量组织的冗余资源，包括已吸收冗余与未吸收冗余。其中用流
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衡量未吸收冗余状况，指标越高则表示企业能够迅速调动起来的冗余资源越多;
用费用收入比来衡量已吸收冗余，该指标值越大则表示已经内化于企业运作的冗余资源越多。④独立董事比
例，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⑤行业竞争程度( HHI) ，本文延续 Haushalter等［82］的方法，采用赫芬
德尔指数( HHI) 来衡量行业之间的竞争程度。⑥市场化指数，本文采取了樊纲［83］的市场化进程指数。
具体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3，结果表明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传承计划制订呈显著正相关( 模型 1，β = 0. 0018，

p＜0. 01) ，非经济类期望实现程度与传承计划制订显著正相关( 模型 2，β=0. 0082，p＜0. 01) ，验证了本文的主效应
假设。另外，经济期望与企业主情感依恋的交互项( 模型 3，β=0. 0300，p＜0. 1) 正向显著，再次验证情感依恋对于
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传承计划的正向调节假设。非经济类期望实现程度与企业主情感依恋的交互项( 模型 4，
β=0. 0193，p＜0. 01) 正向显著，部分验证本文关于情感依恋对于非经济类期望实现程度的调节效应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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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家族经济、非经济期望与传承计划关系检验

变量
传承计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常数项
－0. 0007 0. 0015 0. 0235＊＊ 0. 0231＊＊

( 0. 0261) ( 0. 0104) ( 0. 0094) ( 0. 0102)

企业年龄
－0. 0044＊＊ －0. 0013＊＊＊ －0. 0011＊＊＊ －0. 0009＊＊＊

( 0. 0016) ( 0. 0004) ( 0. 0002) ( 0. 0002)

企业规模
－0. 0026＊＊＊ －0. 0004＊＊ 0. 0003＊＊ 0. 0003＊＊

( 0. 0005) ( 0. 0002) ( 0. 0001) ( 0. 0001)

已吸收冗余
0. 0004 0. 0000 0. 0000 0. 0001
( 0. 0004) ( 0. 0002) ( 0. 0001) ( 0. 0001)

未吸收冗余
0. 0053* －0. 0002 －0. 0007 －0. 0013
( 0. 0023) ( 0. 0010) ( 0. 0011) ( 0. 0008)

两职兼任
0. 0772＊＊＊ 0. 0235＊＊＊ 0. 0141＊＊＊ 0. 0236＊＊＊

( 0. 0069) ( 0. 0028) ( 0. 0040) ( 0. 0024)

独立董事比例
0. 1642＊＊＊ 0. 0127 －0. 0209 －0. 0340*

( 0. 0135) ( 0. 0169) ( 0. 0162) ( 0. 0176)

行业竞争程度
0. 0133 0. 0086 －0. 0102 －0. 0097
( 0. 0221) ( 0. 0212) ( 0. 0165) ( 0. 0165)

市场化指数
0. 0103＊＊＊ 0. 0020＊＊＊ 0. 0003 0. 0006
( 0. 0021) ( 0. 0005) ( 0. 0004) ( 0. 0004)

经济期望
0. 0018＊＊＊ －0. 0010＊＊

( 0. 0002) ( 0. 0004)

非经济类期望
0. 0082＊＊＊ －0. 0021＊＊＊

( 0. 0002) ( 0. 0004)

企业主情感依恋
1. 5178＊＊＊ 1. 1386＊＊＊

( 0. 0626) ( 0. 0541)

经济期望×情感依恋
0. 0300*

( 0. 0134)

非经济期望×情感依恋
0. 0193＊＊＊

( 0. 0028)
R2 0. 0531 0. 2986 0. 4567 0. 4560
F 5. 9e+03 3. 1e+04 9. 5e+04 1. 4e+05
N 1. 8e+04 1. 8e+04 1. 8e+04 1. 8e+0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 1，＊＊p＜0. 05，＊＊＊p＜0. 01，双尾检验;表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研究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家族期望的理论构念，依据企业行为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检验了家族经济期望和非经济类

期望包括人丁兴旺期望和团结和谐期望与传承计划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家族经济期望实现程度
对传承计划制订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家族经济期望实现程度较高时，企业主出于利他的考虑，为了保证家族
内部成员的经济利益、降低继任者的经营风险、保障其职业生涯的稳定发展，更加倾向于制订传承计划。另
外，家族非经济类期望中人丁兴旺期望的实现程度对传承计划制订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人丁兴旺期望实现

程度较高时，企业拥有更加丰富和优质的人力资源，这种在人力资本上的有利条件提升了企业主制订传承计

划的动机。然而，家族非经济类期望中团结和谐期望的实现程度与传承计划制订的关系并不显著，本文认为
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对企业主传承计划的制订产生了影响。虽然，家族团结和谐的氛围为家族企业的平
稳传承提供了有利的内部环境，提升了企业主制订传承计划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传承过程中和谐的氛围可

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谦让程度较高，无人争夺继任权，而且有不少企业主担心制订传承计划后会打破家族融

洽的氛围因而退出或者搁置传承计划［75，76］。
同时，本研究证实了企业主情感依恋对家族经济期望及非经济类期望与传承计划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企业主由于对企业具有深厚的依恋情感，倾向于将企业内部传承以保持家族对企业的长期控制。在企业主的
情感依恋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家族经济期望以及人丁兴旺期望的实现程度对于传承计划制订的正向影响更加

显著。另外，企业主具有高度情感依恋时，其自身对企业的投入与较强的传承意愿替代了团结和谐中家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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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支持的作用，可以削弱团结和谐期望实现程度对传承计划的正向效应。
2、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本文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对影响家族企业传承计划制订的家庭因素进行了探

讨，拓展了传承计划的前因研究。家族企业行为决策的差异反映着家族和企业主的不同期望［22］，在对家族企
业的战略行为进行分析时有必要考虑家庭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然而已有关于传承计划前因分析的文献中，
多数关注了个体层面( 如企业主的年龄、继任者的继任意愿等) 和内外部环境层面( 如公司治理、家族治理、国
家文化环境等) 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到家族层面因素的影响。因而本文将家族期望纳入传承计划的研究体
系，解释了影响企业传承计划制订的家庭因素，丰富了传承计划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单元。
第二，本文借鉴先前关于家族期望的研究，通过对家族经济和非经济类期望与传承计划关系的探讨，揭示

了不同类型参考点对传承计划制订的影响。之前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对组织行为决策的研究，大多数关注了与
企业经济绩效相关的经济利益参考点，如学者证实了经营业绩与目标期望水平的差距对企业主战略调整与战

略变革的程度、创新精神、风险决策偏好、创始人离任方式的选择等［22，32］产生影响。然而，家族企业除了将企
业经济利益作为行为决策的参考点外，还会将诸如人丁兴旺、家庭和谐、家族声誉等非经济利益目标作为行为
决策的重要参考点［29，30］。仅有少数学者同时关注了家族企业行为决策中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参考点的作
用，如家族经济与非经济期望对创业坚持的影响［22，32］，关于不同类型参考点如何影响企业的各种行为决策，

仍留有很大研究空白。本文关注了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参考点如经济财富期望、人丁兴旺期望、团结和谐
期望对传承计划制订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中关于不同类型参考点的不同作用机制的研究。
其次，本文证实了企业主情感依恋对经济期望和非经济期望( 如人丁兴旺期望) 与传承计划制订的关系

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团结和谐期望的作用具有替代效应，揭示了企业主情感依恋与传承计划的内在联系。
已有的企业行为理论文献重点关注了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如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企业主和组织的资源
禀赋等理性因素［45，84］的调节作用，并没有考虑到非理性的情感因素。本文则关注了企业主个体层次非理性
的情感因素，探讨了企业主情感依恋在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制订之间的调节效应，这对进一步理解参考点效

应的边界有一定的理论启示。
再者，本研究对家族企业传承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有学者认为家族企业主无法正确看待传承问题的

心理障碍［7］阻碍了传承计划的制订，进而企业无法顺利实现传承。通过本研究发现，除了企业主自身会对传
承计划制订产生影响外，家族整体目标的实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家业长青的实现需要家庭成员共同

付出努力，齐心协力推动传承过程顺利进行。此外，由于中国特殊的计划生育制度已对家族企业人力资本产
生了一定约束［53］，基于人丁兴旺可以促进传承计划制订这一基本结论，本文建议家族企业可通过泛家族化机

制［85］，扩大家庭成员范围。企业主在挑选继任者时不要仅仅局限于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还可向诸如同学、
同乡等准亲缘关系的“外人”延伸，将其逐步内化为“家人”，扩充企业人力资源库，这可以提高继任者的可选
择性和质量，促进企业传承的顺利进行。

3、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文虽然揭示了影响传承计划的不同类型参考点的作用以及企业主情感依恋的情境机制，但仍存在以下

几方面不足:第一，本文数据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本研究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无法追踪家族期望
长时间的变化，因为家族期望会随时间和环境动态变化，之后的研究应该采取长期追踪数据来捕获家族期望

等参考点的动态轨迹。虽然本文采用二手面板数据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但是无法测试真实的家族期
望以及情感依恋等心理学相关变量，这也正是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克服当前企业行为理论研究

文献中对于期望水平测量的局限性的初衷［28］。一手与二手数据的有效结合是检验结果稳健性的重要手段，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利用二手数据库对家族期望以及其他家族相关的心理学变量进行分析与有效编码，找到

更为合适的代理变量重新检验本文的重要结论。横截面数据对因果关系的实证力度不及纵向数据得到的结
论可靠，未来研究需尝试采用长期追踪数据或者利用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进一步考察家族经济和非经

济期望对传承计划的动态影响。另外，本文只采取企业主个体对家族期望进行衡量，然而不同的家庭成员可
能对家族期望存在不同的看法。企业主同时作为企业和家族的领导者在塑造家庭氛围、目标以及沟通交流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企业主对于家族期望的感知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可以反映家族期望实现程度［86］。
然而获得家族企业其他核心成员数据一直以来是家族企业研究方法中的重要挑战［7］，建议之后的研究可以

收集不同家族成员关于家族期望的看法，增加家族层面团队变量如家族期望测量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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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文只是探讨了不同期望类型对传承计划的影响，并没有考虑不同参考点之间的交互效应，比如经

济期望与非经济期望参考点的权重设置并没有得到清晰答案。本文在加入家族非经济类期望包括人丁兴旺
期望和团结和谐期望后，经济财富期望对传承计划影响的显著性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家族追逐的不同目标期
望如经济财富、人丁兴旺、团结和谐之间产生相互影响。例如家族人丁兴旺的实现也许会促使企业主不得不
提早为家业传承做好准备，此时经济财富期望对传承计划的影响作用就会相对减弱。有研究表明，企业除了
制定首要目标外，还有各种次级目标，并且这些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目标或参考点之间可能存在交叉影

响［28］。管理者和组织如何在实践中处理如此庞大复杂的目标集合，而不同目标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
组织结果变量的“黑箱”尚未明确，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不同参考点的交互作用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来
丰富企业行为理论研究。
第三，本文探讨了在中国情境下非经济参考点如人丁兴旺以及团结和谐的影响，但是忽略了不同文化情

境对于不同期望类型的影响。例如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经理人市场不够完善，迫使国内家族企业成长战
略依赖于家族内部的人力资源库，使得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结果更加受到家族内部人丁兴旺程度等要素的

影响［10］。另外，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社会自古就崇尚延续香火，很多父辈将儿孙视作自己生命的延续，将自
己未完成的理想寄托于儿孙身上，如希望儿孙继承基业并发扬光大。然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人丁兴旺期望
是否一样重要，是否也会对传承计划制订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与英美文化强调个人主义不同，
中国的儒家文化注重集体主义如传统的“家文化”。中国家族内部存在着特殊信任并十分重视社会情感财富
的建立和维系［1］，更加注重家族内部和谐，家庭成员可能会出于感情等原因更加支持家族内部成员，很难对

职业经理人产生认同感，故中国家族企业对团结和谐的期望水平及其对传承计划制订的影响可能与西方国家

不同。国家文化在个人层面影响其目标期望，家族期望作为企业主和家庭成员许多个体间共同的期望必然也
会受到国家文化的影响［87］。因此，不同国家文化的期望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所不同，之后的研究应该
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角度去探讨不同家族目标参考点，来验证本文结论的普适性。
另外，本研究只考虑了社会情感财富中一个维度即企业主情感依恋对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关系的调节作

用，并没有完全探讨其他社会情感财富的维度，比如家族控制和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关
系、跨代传承的意愿［33］。这些因素是否也会对家族期望与传承计划关系产生调节效应尚不清楚，未来的研究
可进一步探讨其他非理性情感因素的边界效应。最后，本研究只关注了家族期望对传承计划的影响，之后的
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家族期望对不同结果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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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spirations and Succession Planning: A Study Based on Chinese Data

Lv Feifei1，Guo Yaqi1，Gao Hao2 and Nie Jing1

( 1．Sydney Institut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
2．PBC School of Finance，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behavior theory and socioemotional wealth ( SEW)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family’s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aspirations and succession planning and tes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s emotional
attachment． This research model extend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model which focuses merely on economic refer-
ence poi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alization extent of family’s financial aspirations and continuity of family line are both positively
related to family firm’s succession planning behavior． Besides，entrepreneur’s emotional attachment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family’s financial aspiration and continuity of family line on succession planning． Additionally，entrepreneur’s emotional attachment
substitut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family harmony on succession planning．
Key words: family aspirations，succession planning，emotional attachment，behavior theory of the firm，socioemotional wealth


